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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微观调查数据， 综合分析了父母随迁国外和留守国内的两类新移民家庭代际支

持的影响因素。 随迁父母获得国外子女的代际支持减少， 代际关系由 “反馈模式” 演变为

“接力模式”。 而父母留守国内的移民家庭仍保持 “反馈模式”， 但在向 “接力模式” 过渡，
国内外子女在日常照料方面存在明显分工， 符合合作群体理论。 老年父母提供给子女的代际

支持能够显著增加其所获得的子女支持， 具有互惠性。 移民子女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 其提

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子女越孝顺， 则子女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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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际移民大幅度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 已达 ９００ 余万人， 其中绝大部分为

青年［１］。 与改革开放前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相比， 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不论在

移民分布、 动机还是方式方面， 都有显著差异［２ － ３］。 因此， 学术界通常将后者界定为 “新移民” ［４］。
这些新移民在国外 “扎根” 后， 其日益年迈的老年父母将面临艰难的养老抉择： 是留守国内生活，
还是与子女随迁至国外定居？

对于留守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而言， 其成年子女的离国远迁给其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 使其不得

不面对养老资源锐减的巨大风险， 养老、 健康、 孤独等问题接踵而来； 而对选择随迁的老年父母而

言， 文化、 宗教、 语言和族裔背景的不同给随迁老人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 不仅如此， 随迁

家庭的赡养模式也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严重影响了老人的正常生活。 可以说， 国际迁移给新移

民家庭老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成为困扰这些海外华人现实而沉重的生活难题。
利特沃克 （Ｌｉｔｗａｒｋ） 和娄及农 （Ｌｏｇｉｎｏ） 认为， 成年子女的居住地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

素［５］。 与欧美国家相比， 家庭因素对日本老年人迁移影响更为突出［６］。 日本老年人迁移的主要动因

是为了与家族成员同居、 近居或别居［７］。 与此类似， 靠近成年子女的居住地是中国老年人省际迁移

的主要原因， 同时成年子女的迁移也带动了老年父母的迁移［８］。
代际关系作为家庭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包括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及情感慰藉。 已有文献对子

女迁移背景下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主要以国内迁移为主， 而对国际移民问题鲜有关注， 定量分析

则更为罕见。 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 解答以下问题： 新移民家庭代际关系具有哪些特征？ 留守老人

与随迁老人得到的家庭代际支持有哪些不同？ 移民因素对子女提供代际支持具体产生哪些影响？ 与非

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相比， 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与其老年父母的代际互动是更强抑或更弱？

二、 理论分析框架

国内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主要包括反馈论、 经济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 需要论以及责任内化

论等， 其中， 反馈论最为经典。 费孝通指出， 我国家庭的赡养是双向的 “反哺模式” 或 “抚育—赡

养模式”， 是一种包含了抚养和赡养两方面内容的亲子关系［９］。 经济交换论认为， 代际交换的必要性

源于两代人拥有的资源及需求的不同， 这些源自经济和社会位置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代际交换行为的

发生， 具体表现为子女与父母代际间产品劳动的交换［１０］。 社会交换论侧重于对权利、 互惠、 平衡等

因素的阐述， 认为代际交换是一种子女与父母在金钱、 物质、 时间、 感情等有价值资源的双向互惠支

持行为［１１］。 需求论则表示， 一个社会或社区的首要责任是满足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 老年人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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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渐消失增强了他们对外界的依赖性， 因此老年人应该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１２］。 责任

内化论则指出， 由于几千年儒家文化对孝的强调， 赡养义务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内在的责任要求

和自主意识， 因此应视为其人格的一部分［１３］。 杨善华和贺常梅在强调子女孝道责任感的同时， 进一

步提出 “责任伦理”， 即老年人对子女 （包括孙子女） 不计回报地付出， 在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方面尽量自立和自己解决， 以减轻子代的赡养负担［１４］。
国外关于代际支持的理论主要包括权力与协商理论 （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交换理论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以及合作群体或利他主义理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等。 权力与协商理

论认为父母从子女处获得支持的程度与其对资源的控制有关， 子女是否提供代际支持， 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父母能否提供其他资源作为回报［１５］。 掌握较多资源的老人能得到子女更多的关注和支持［１６］， 而

老人权威的下降及子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则会导致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减少［１７］。 交换理论认为代际交

换按照 “投桃报李” 的原则进行［１８］， 家庭成员间各种形式的帮助是以互助为目的来进行， 交换者以

自己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１９］。 合作群体理论则指出， 不同家庭成员之间 （尤指代际之间） 存在有效

的利益共同性，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 所有资源被集中并依帕累托最优进行有效分配， 以

实现家庭成员福利最大化［２０］。
已有研究表明， 合作群体理论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２１ － ２４］， 传统中国家庭内部成员间能够很

好地依据资源差异提供不同的代际支持， 家庭内部分工合理、 明确， 从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
与此同时， 相比西方仅包括抚养义务的单向的 “接力模式”， 反馈论所提出的 “反哺模式” 更符合中

国传统的亲子伦理， 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均衡互惠和代际递进的原则， 进而构成维系家庭共同体

延续的纽带［２５］。 责任内化论则突出了 “孝道” 在赡养行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 “接力模式” 又有别于我国传统的

“反哺模式” 的新型赡养关系， 即老人在生活自给自足的同时， 向已成年或已婚子女提供经济资助、
物质补给乃至照料孙子女的模式， 称为 “逆反哺模式” ［２６］。 该模式形式上类似上一代抚育下一代的

“接力模式”， 但区别于 “接力模式” 中父母对已成年子女不再负担经济费用， 而 “逆反哺模式” 中

体现的是父母对成年子女的资助［２７］。 老年人通过财力资助或提供照料方式改善亲子关系， 换取子女

的尊重、 服务并获得精神满足， 该模式突出了由老人主导的代际互动对子女支持行为的重要影响作

用。 张岭泉和邬沧萍认为， “反哺” 模式强调的是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支持， 忽略了老年父母对子女的

继续支持， 应该用 “相互依存模式” 代替 “反哺” 和 “接力” 更能准确地反映养老方式的实质［２８］。
然而， 由于子女国际迁移而引发的我国新移民家庭代际关系是否符合上述理论， 以及表现出哪些新特

点等问题尚缺乏实证检验。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 子女的流动因素及其个人特征、 父母流动因素及其

个人特征、 孝道和代际间互动等五方面因素可能会影响新移民家庭内部国内外子女提供给父母的代际

支持。 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学术界对移民因素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尚无定论。 对国内乡城移民的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子女

外出会造成日常照料的缺位， 但迁移者往往会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补偿这种缺位［２２，２９ － ３０］； 但也

有研究显示， 子女外出导致老年人的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３１］。 再比如， 考克斯 （ Ｃｏｘ） 和阮克

（Ｒａｎｋ） 认为， 与低收入的成年子女相比， 较高收入的成年子女可以得到更多的家庭经济支持［３２］；
然而， 盖笛 （Ｇａｔｔｉ） 却认为， 较高收入的成年子女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更少［３３］。

综合以往对迁移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 本文认为， 子女移居国外作为一种家庭行为， 不仅影响着

老年父母的家庭养老现状， 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内的子女间分工。 对于父母随迁国外的新移民家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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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言， 移民子女和其父母由于共同受到西方价值观、 生存环境和文化等因素影响， 移民子女的孝道意识

弱化， 而随迁老人对移民子女所提供的代际支持期望值也相应降低， 移民子女给予随迁父母的代际支

持显著减少； 对于父母留守国内的新移民家庭而言， 遥远的空间距离虽然阻隔了移民子女与国内父母

的代际交流， 但受家庭利益一致性影响， 移民子女会提供比国内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 以弥补日常照

料的缺位， 而国内子女则更多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子女间分工保留了代际互惠特点。 此外，
老人主导的代际互动可以强化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并使老人更有可能获得子女较高水平的赡养。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 与子女随迁至国外的老年父母获得的家庭代际支持减少， 代际关系由传统 “反馈模式” 演

变为西方 “接力模式”。
Ｈ２ａ： 子女移居国外而老年父母留守国内居住的家庭代际关系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 “反馈模式”，

但受西方文化影响， 表现出向 “接力模式” 过渡的趋势。
Ｈ２ｂ： 父母留守国内的新移民家庭内部合作分工现象加剧， 符合 “合作群体模型”。
Ｈ３： 老年父母提供给子女的代际支持能够显著增加老人所获得的子女支持， 具有互惠性。

三、 数据与方法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两次问卷调查收集的三个子样本。 第一次调查是 ２０１０ 年 ７ － ８ 月由美国南加州大

学师生在洛杉矶地区进行的 “华人新移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 课题， 调查对象为至少有一位子女已

取得美国绿卡或成为美国公民， 并且至少有一位子女在洛杉矶居住的来自中国大陆的 ６０ 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 调查地点选取了华裔老人较为集中的老年人活动中心、 日间照料中心、 老年人公寓、 华人超

市以及街心广场等， 该样本简称 “父母随迁国外的移民家庭组”， 获得问卷 １５６ 份。 第二次调查是

２０１２ 年 ６ － ７ 月由中国政法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 美国爱荷华大学三校师生在北京地区进行的 “子
女移居国外的老人家庭生活状况调查” 课题， 调查地点选取了海淀区老年大学以及高校教师较为集

中居住的社区， 如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农业大

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海淀区育新小区等。 本次调查收集了两个样本， 其中一个子样本

的调查对象为至少有一个子女在国外获得绿卡或已成为外国公民的 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简称 “父
母留守国内的移民家庭组”， 获得问卷 ２９３ 份； 另一个子样本为参照组， 其调查对象为子女全部都在

国内居住的 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简称 “非移民家庭组”， 获得问卷 ２５７ 份。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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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共获得问卷 ７０６ 份， 根据研究需要， 剔除无效问卷以及父母、 子女等关键信息不完整的数

据， 最终模型包含 ７０３ 位老人以及其在国内外居住的 １３８９ 位子女。 其中， 非移民家庭组有 ２５７ 位老

人和他们的 ５４９ 位子女， 父母随迁国外的移民家庭组有 １５３ 位老人和他们的 ２５２ 位子女， 父母留守国

内的移民家庭组有 ２９３ 位老人和他们的 ５８８ 位子女。
２􀆰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具有嵌套结构， 即同一个接受调查的老人可能有多个存活子女， 他们

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这种共同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即赡养对象在社会人口特征上的一致性和子女

家庭教育、 社会机遇上的一致性。 因此， 传统线性模型 （ＯＬＳ） 的等方差和独立性两个假设都难以成

立， 本文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ＬＭ）， 同时将子女和父母两层变量纳入

模型， 以控制老人社会人口状况上的一致性； 在层二的截距模型中纳入随机变量， 以控制同一家庭的

子女在教育机遇上的一致性， 消除来自同一家庭子女的整群效应。
本文利用 ＨＬＭ ６􀆰 ０８ 软件， 采用多水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ＨＬＭ） 分析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及日常照料的可能性， 并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 （ＨＬＭ） 分析情感支持

量的供给， 分析中均采用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ＥＭＬ） 估计模型中

的回归系数和方差， 以怀特 （Ｗｈｉｔｅ） 提出的稳健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作为检验基础。
３􀆰 变量测量

（１） 因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情感支持及日常照料的模式和影响因素。 在分

析经济支持时， 因变量是指 “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里， 这个孩子有没有给过您 （或与您同住的、 仍健在

的配偶） 钱、 食品或礼物？”， 具体取值为 “０” （没有） 和 “１” （有）。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样本中获

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占 ６３％ 。 在分析日常照料时， 因变量是指 “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里， 这个孩子

（或其配偶） 有没有帮您 （或与您同住的、 仍健在的配偶） 做家务， 或是照料生活起居？”， 只要有任

何一项 “做家务” 或是 “照料生活起居”， 就赋值为 “１”， 否则， 取值为 “０”。 样本中有 ４４％ 的老

人获得过子女的日常照料。 在分析情感支持时， 因变量为老年人对来自其成年子女情感支持的主观评

价， 具体的测量指标采用代际强化清单方法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３４］， 通过三个问题

来回答： ① “从各方面考虑， 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上亲近吗？”； ② “当年想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

心事或困难时， 您觉得他 （或她） 愿意听吗？”； ③ “总的来讲， 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

吗？”。 对于每个问题， 分值范围是从 ０ 至 ２ （０ ＝ “不亲近 ／不愿意 ／不好”； １ ＝ “有点亲近 ／有时愿

意 ／还可以”； ２ ＝ “很亲近 ／愿意 ／很好”）。 研究中， 将老人对每一个子女情感支持的主观评价加总求

和， 分值范围是从 ０ 至 ６。 从表 １ 可见， 其均值为 ４􀆰 ９５。
（２） 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移民因素、 老人的个人特征、 子女的个人特征、 孝道及代际间互动关

系五个方面。 ①移民因素从 “家庭中是否有移民子女” 角度， 将家庭分为 “移民家庭” 和 “非移民

家庭”， 再根据 “父母是否随迁”， 将 “移民家庭” 进一步划分为 “父母随迁的移民家庭” 和 “父母

留守的移民家庭”。 继而， 将 “移民家庭的亲子关系” 分为四种类型， 即 “父母随迁移民家庭的移民

子女”、 “父母随迁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父母留守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和 “父母留守移民家庭

的国内子女”。 本文将 “非移民家庭的子女” 作为对照组。 ②老人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 居住

安排、 独立经济收入、 生活自理能力等， 用以考察父母的生活状况与需求。 其中， 年龄、 独立经济收

入 （取自然对数）、 生活自理能力为连续变量， 其余为虚拟变量。 生活自理能力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

ＡＤＬｓ 和 ＩＡＤＬｓ 量表， 具体包括 ６ 项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ｓ， 具体包括吃饭、 穿衣服和脱衣服、 上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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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比例 ／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经济支持 ６３􀆰 ３８％
日常照料 ４４􀆰 １０％
情感支持 ４􀆰 ９５ １􀆰 ３０
移民因素：
非移民家庭子女 ３９􀆰 ５０％
随迁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１７􀆰 ９１％
随迁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０􀆰 ２２％
留守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２４􀆰 １７％
留守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１８􀆰 ２０％
老人层面：
性别 （男） ４４􀆰 ６２％
年龄 ７５􀆰 ３１ ７􀆰 ７９
独居与否 （是） １５􀆰 ４４％
年收入 （ｌｎ ＋ １） １０􀆰 ７１ ２􀆰 １６
健康水平 １９􀆰 ７０ ４􀆰 ０６
子女层面：
代际互动：
孝道 ４􀆰 ２９ ０􀆰 ８４
老人资助子女 （ｌｎ ＋ １） １􀆰 ９９ ３􀆰 ４１
老人照顾孙子女 １３􀆰 ３１％
子女特征：
性别 （男） ４５􀆰 ６１％
年龄 ４６􀆰 １１ ８􀆰 ５５
已婚 ８７􀆰 ７０％
收入情况：
年收入 （ｌｎ ＋ １） １１􀆰 ７６ １􀆰 ０２
收入未回答 ５３􀆰 ４５％
居住安排：
与老人住一起 （是） １７􀆰 １２％

　 　 　 注： 表中情感支持、 年龄、 年收入 （ｌｎ ＋ １）、 老人资助子女 （ｌｎ ＋ １）
变量为连续变量。

所、 下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来、 洗澡和在室内

走 动 ） 和 ５ 项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ＩＡＤＬｓ， 具体包括做饭、 买东西、 乘坐公

交车、 做家务和管理家庭钱财）， 累计分值

越高， 老人生活自理能力越强。 ③子女的个

人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经济收

入等变量， 用以考察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情

感支持以及日常照料的能力和定位问题。 其

中年龄、 年收入 （取自然对数） 为连续变

量， 其余设置为虚拟变量。 居住安排中， 将

“是否与父母同住” 设置为虚拟变量， 以

“不同住” 作为对照组。 ④ “孝道” 因素为

连续变量， 通过问题 “总的来说， 您觉得

这个孩子孝顺吗？” 来反映， 答案分为 “非
常不孝顺”、 “不太孝顺”、 “一般”、 “比较

孝顺” 和 “非常孝顺” 五个等级， 分数越

高， 表明子女越孝顺。 ⑤家庭代际互动涉及

老人给予子女经济资助的数量 （取自然对

数） 和是否照顾孙子女等问题， 侧重考察

老人帮助子女对其获得代际支持的影响。

四、 结果

１􀆰 主要变量描述

表 １ 对样本主要变量分布进行了描述。 “非移民家庭子女” 所占比重最大， 为 ３９􀆰 ５０％ ； 其次为

“父母留守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占 ２４􀆰 １７％ ； 排在第三的是 “父母留守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为

１８􀆰 ２０％ ； “父母随迁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占 １７􀆰 ９１％ ， 而 “父母随迁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仅有

３ 人， 占 ０􀆰 ２２％ ， 由于该部分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故将 “父母随迁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在后面推

断统计分析中剔除。
从老人层面看， 男性老人占 ４４􀆰 ６２％ ， 老人的平均年龄为 ７５􀆰 ３１ 岁， 标准差为 ７􀆰 ７９， 有 １５􀆰 ４４％

的老人选择独自居住。 老人的独立经济收入较高， 平均年收入为人民币 ７􀆰 ８２ 万元。 大多数老人健康

状况较好， 生活自理能力较强， 平均水平为 １９􀆰 ７０ （分值范围是从 ０ 至 ２２）， 标准差为 ４􀆰 ０６。 老人的

子女数量平均为 ２􀆰 ５８ 个。
从子女层面看， 男性子女占 ４５􀆰 ６１％ ， 子女平均年龄 ４６􀆰 １１ 岁， 标准差为 ８􀆰 ５５， 大多数子女

已经步入中年， 且为已婚状态 （占 ８７􀆰 ７０％ ）， 有 １７􀆰 １２％ 的子女与老人住在一起。 子女的年平均

收入为人民币 ２８􀆰 ６７ 万元， 其中， 未回答子女收入的占 ５３􀆰 ４５％ 。 受访老年父母对子女是否孝顺给

予了很高评价， 平均为 ４􀆰 ２９ （分值范围是从 ０ 到 ５）， 标准差为 ０􀆰 ８４。 从代际互动来看， 在过去一

年中， 子女接受老人对孙子女照顾的比例为 １３􀆰 ３１％ ， 老人给予子女经济资助的平均值为人民币

１４４７􀆰 ８１ 元。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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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型分析结果

（１）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能性的分析。 在分别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分析我们得到

下述结论，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及情感支持的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 情感支持

零模型 最终模型 零模型 最终模型 零模型 最终模型

移民因素

　 非移民家庭子女 — — —
　 随迁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０􀆰 ３７３∗∗∗ １􀆰 １９６ － ０􀆰 ２９６∗

　 留守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０􀆰 ８２８ ０􀆰 ３３５∗∗∗ ０􀆰 １０８
　 留守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０􀆰 ９７８ １􀆰 ７４５∗∗ ０􀆰 ２０４∗

子女层面

　 孝道 １􀆰 ３５４∗∗∗ １􀆰 ５８２∗∗∗ ０􀆰 ７８５∗∗∗

　 代际互动：
　 老人资助子女 １􀆰 １２８∗∗∗ １􀆰 １１７∗∗∗ ０􀆰 ０１５ ＋

　 老人照顾孙子女 １􀆰 ０１９ １􀆰 ６０２∗ － ０􀆰 ０１９
　 子女特征

　 性别 （男） ０􀆰 ８７２ ０􀆰 ７６８∗ － ０􀆰 ０７６ ＋

　 年龄 １􀆰 ０１２ ０􀆰 ９９７ － ０􀆰 ００５
　 已婚 １􀆰 ２７１ ０􀆰 ８３９ ０􀆰 １４５
　 收入情况

　 人民币收入 （ｌｎ ＋ １） １􀆰 ０５６∗∗∗ ０􀆰 ９６３∗ ０􀆰 ０１０
　 收入未回答 １􀆰 ２９０ ０􀆰 ６１９∗ ０􀆰 ０２４
　 居住安排

　 与老人住在一起 （是） ０􀆰 ７５１ ＋ ３􀆰 １３９∗∗∗ ０􀆰 ０５９
老人层面

　 性别 （男） ０􀆰 ７２２∗ ０􀆰 ８９７ ０􀆰 ０４４
　 年龄 ０􀆰 ９６５∗ １􀆰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独居与否 （是） １􀆰 ０４２ １􀆰 ０７４ － ０􀆰 １７５
　 年收入 （ｌｎ ＋ １） ０􀆰 ９２９ ＋ １􀆰 ０３９ － ０􀆰 ０２６
　 客观健康 ０􀆰 ９２８∗∗ ０􀆰 ９４１∗∗ ０􀆰 ０１７
　 常量 ２６􀆰 ９６３∗∗ ０􀆰 １６８ １􀆰 １５１
随机效应
　 方差成分 Ｕ０ ２􀆰 ２０３∗∗∗ ２􀆰 １６５∗∗∗ １􀆰 １８０∗∗∗ １􀆰 ９６６∗∗∗ １􀆰 ２５２∗∗∗ ０􀆰 ８９１∗∗∗

　 组内相关系数 （ＩＣＣ） ４０􀆰 １１％ ３９􀆰 ６９％ ２６􀆰 ４０％ ３７􀆰 ４１％ ７１􀆰 ５５％ ７０􀆰 ８４％
　 解释的百分比 （组内） — — ２６􀆰 ３８％
　 解释的百分比 （组间） １􀆰 ７２％ — ２８􀆰 ８５％
　 信度 ０􀆰 ４２１ ０􀆰 ３８６ ０􀆰 ３２８ ０􀆰 ３７２ ０􀆰 ８０９ ０􀆰 ８０４
　 － ２ＬＬ ３８０９􀆰 ５９ ３８３６􀆰 １６ ３８８３􀆰 ３５ ３８６６􀆰 １９ ４１８４􀆰 ６２ ３８０９􀆰 ９５

　 　 注： １􀆰 ＋ ， ｐ ＜ ０􀆰 １０；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０１； ２􀆰 表中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为 ＥＸＰ （Ｘ）。

移民因素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 对于父母随迁国外的移民家庭而言， 其国外

居住的子女提供给随迁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显著减少。 移民子女思想逐渐西化， 希望保持代际间的

经济独立， 这是调查过程中随迁老人经常提及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许多受访老人认为其最不习惯美

国生活的原因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老人移居国外后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骤减， 而且， 随着

移民子女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 其相应提供的经济支持也越少。 因此， 本文认为， 其家庭经济支持由

传统的 “反馈模式” 演变为西方的 “接力模式”。 当然， 这可能还与样本中随迁父母定居国外后享有

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有关， 样本中 ９９􀆰 ３％ 的随迁老人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 ８２􀆰 ７％ 的

老人享有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金， 这可能会导致移民子女认为老人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直接改

善， 不再需要自己提供经济支持。 至于现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深入论证。
·６４·



李　 超， 等： 随迁与留守

子女是否与老人同住、 孝道水平、 代际互动及子女收入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的可能性。 与老人共同居住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较小， 此类子女往往更倾向给予老人直接照

料而非经济资助。 收入越高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反映出子女的经济实力对其赡养能力

的重要作用。 子女越孝顺， 其提供的经济支持可能性越大， 这一结论与 “责任内化论” 相一致。 获

得老人经济资助较多的子女相应提供给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父母在经济上资助子女每增加一

个单位， 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应增加， 为 １􀆰 １２８ 倍， 体现出子女对父母帮助的感恩与回馈。
老人的性别、 年龄、 收入以及身体健康情况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男性老人较女性老

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小。 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 其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相应减少，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老人随着年龄增长对物质需求的不断减少。 老人收入越多， 其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

少。 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其获得子女经济资助的可能性越小。 由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通常有

更高的医疗支出， 从而比健康老人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子女的经济资助。
从模型的随机效应来看， 对子女经济支持的零模型分析显示， 提供经济支持可能性的组间方差成

分为 ２􀆰 ２０３， 对组间差异的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１， 组内相关系数 ４０􀆰 １１％ ， 按照寇恒

（Ｃｏｈｅｎ） 所建议的判断标准， 组内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１３８ 属于高度关联强度。 组间差异不可忽略， 因

此有必要进行多水平分析［３５］。
（２） 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可能性的分析。 在分别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分析我们得到

下述结论， 如表 ２ 所示。
移民因素对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 在父母留守国内的移民家庭中， 移民子女提

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显著下降， 而国内居住子女照料父母的可能性则明显增加， 是非移民家庭的

１􀆰 ７４５ 倍。 该结果符合合作群体理论， 很好地反映出移民家庭内部国内外子女间分工合作， 即国内子

女负责老人日常照料、 国外子女赚取更多收入的模式， 体现了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
子女的性别、 收入、 与老人同住与否、 孝道水平及代际互动对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均有显

著影响。 其中， 女儿较儿子更愿意照料老年父母。 收入越高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越小， 该类

子女往往更倾向提供经济支持， 而将照料责任托付给收入相对较低的其他兄弟姐妹， 以达到整体利益

最大化。 与老人共同居住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是与老人分开居住子女的 ３􀆰 １３９
倍。 传统孝道是约束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重要变量， 越孝顺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越大。 此

外， 获得老人经济帮助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父母在经济上资助子女每增加一个单

位， 老人相应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增加， 是没有经济资助时的 １􀆰 １１７ 倍； 得到老人照顾孙子女帮助

的成年子女也更愿意向父母提供日常照料， 是其他子女的 １􀆰 ６０２ 倍。
老人的健康状况对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 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独立生活能力越

强， 其获得子女照料的可能性越小。 老人的性别、 年龄、 独居与否及收入水平对日常照料的影响并不

显著。
从模型的随机效应来看， 对子女日常照料的零模型分析显示， 提供日常照料可能性的组间方差成

分为 １􀆰 １８０， 对组间差异的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１， 组内相关系数达 ２６􀆰 ４０％ ， 组间差异不可

忽略， 因此有必要进行多水平分析。
（３） 子女提供情感支持量的分析。 在分别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下述

结论， 如表 ２ 所示。
移民因素显著影响了子女对老人提供的情感支持。 随迁国外的父母获得情感支持的数量少于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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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庭， 其移民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较非移民家庭子女少 ０􀆰 ２９６ 个单位。 由于移民子女及其父母共同

受到西方文化影响， 一方面， 移民子女的传统中华孝道意识弱化， 另一方面， 随迁老人对移民子女所

提供的代际情感支持期望值降低， 因而与非移民家庭相比， 移民子女给予随迁父母的情感支持明显减

少。 对于父母留守国内的移民家庭而言， 国内子女与留守父母的情感关系更为亲密， 其情感支持比国

内非移民家庭子女多 ０􀆰 ２０４ 个单位。 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中部分子女的移居国外使得父母更加依赖国内

子女， 而承担起养老重任的国内子女也更加了解老人的情感需求。
子女的性别及孝道水平、 代际互动情况对其提供的情感支持量有显著影响。 儿子提供情感支持数

量较女儿少 ０􀆰 ０７６ 个单位。 子女越孝顺， 其提供情感支持越多， 孝道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提供的

情感支持量相应增加 ０􀆰 ７８５ 个单位。 接受老人经济资助的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量也显著增加。

表 ３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及

情感支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经济支持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日常照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情感支持

（ＯＬＳ 模型）
移民因素
　 非移民家庭子女 — — —
　 随迁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 ０􀆰 ２１３∗∗∗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８８
　 留守移民家庭的移民子女 ０􀆰 ０２６ － ０􀆰 ２０３∗∗∗ ０􀆰 ２６１∗∗

　 留守移民家庭的国内子女 － ０􀆰 ０５０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３∗

　 距移民子女首次出国的时间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子女层面
　 孝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６∗∗∗ ０􀆰 ６３５∗∗∗

　 代际互动
　 老人资助子女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老人照顾孙子女 ０􀆰 ０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５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５９∗∗∗

　 子女提供日常照料 ０􀆰 ０８７∗∗ — ０􀆰 ２４１
　 子女提供情感支持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７∗∗∗ —
　 子女特征
　 性别 （男）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３５
　 年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
　 已婚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５７ ０􀆰 ２１７∗∗

　 年人民币收入 （ｌｎ ＋ １）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收入未回答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１１∗∗∗ － ０􀆰 ００３
　 与老人住在一起 （是） － ０􀆰 １１６∗∗∗ ０􀆰 ２７１∗∗∗ ０􀆰 ０７０
老人层面
　 性别 （男） －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２
　 年龄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独居与否 （是）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 ０􀆰 ２５９∗∗∗

　 年人民币收入 （ｌｎ ＋ １）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８∗∗

　 客观健康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常量 — — １􀆰 ６７０∗∗∗

　 随机效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０ ０􀆰 ２８３
　 － ２ＬＬ １６３３􀆰 ４７２ １６０２􀆰 ４４４ —
　 　 注： １􀆰 ＋ ， ｐ ＜ ０􀆰 １０；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０１。 ２􀆰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提供的数值为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其中虚拟变量的系数为从 ０ 到 １
的边际效应。

从模型的随机效应来看， 对子女情感支持的零模型分析显示， 提供情感支持量的组间方差成分为

１􀆰 ２５２， 对组间差异的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１， 组内相关系数 ７１􀆰 ５５％ ， 组间差异不可忽略，
因此有必要进行多水平分析。 控制子女和父母两层变量后， 对情感支持的 ＨＬＭ 多水平线性模型中，
第一层子女变量解释了家庭间情感支持量差异的 ２６􀆰 ３８％ ， 第二层老人变量解释了家庭间情感支持量

差异的 ２８􀆰 ８５％ ， 解释效果良好。

五、 稳健性检验

在前述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提供可能

性以及情感支持供给量研究基础上， 这里

采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检验经济支持及日常

照料的研究结论， 并采用 ＯＬＳ 回归检验情

感支持的结论。 为避免异方差性， 以怀特

提出的稳健标准误作为检验基础， 目的在

于检验 ＨＬＭ 模型的稳健性。 同时， 在原模

型基础上， 我们加入 “移民子女首次出国

至其父母接受访谈期间的时间长度” 变

量， 以检验子女移民时间对子女提供代际

支持的影响； 在考察子女与老人的代际互

动时， 将子女提供的代际经济支持、 情感

支持和日常照料三个因素也纳入模型分析

范围， 以进一步检验前述分析得出的结论。
表 ３ 显示了针对代际支持模型的稳健

性检验分析结果。 移民因素对子女提供三

大代际支持情况均有显著影响。 在父母随

迁国外的移民家庭中， 国外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的概率比非移民家庭的子女少 ０􀆰 ２１３，
提供日常照料的概率增加 ０􀆰 １４２。 在父母

留守国内的移民家庭中， 一方面， 国外子

女提供日常照料的概率比非移民家庭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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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少 ０􀆰 ２０３， 其提供的情感支持量比非移民家庭多 ０􀆰 ２６１ 个单位， 另一方面， 国内子女提供日常照料

的概率比非移民家庭多 ０􀆰 １３１， 其提供的情感支持量比非移民家庭多 ０􀆰 １４３ 个单位。 与 ＨＬＭ 模型分

析结果基本相同。 出国时间越长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越小， 出国时间每增加一年， 其概率相应

减少 ０􀆰 ００４， 进一步验证了 “子女受迁入地社会影响而逐渐改变代际支持模式” 的假设。 收入水平高

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 而提供日常照料的概率减少。 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的概率比独立居住的子女少 ０􀆰 １１６， 但提供日常照料的概率增加 ０􀆰 ２７１。 与此同时， 孝顺的子女所提

供的三方面代际支持均有显著提高， 获得老人资助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的概率均增加， 而

得到老人对孙子女照料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概率亦相应增加， 比没有获得老人照料孙子女情况下的

概率增加 ０􀆰 １０５。 与此同时， 子女提供给父母三大代际支持之间彼此都能产生正向影响。 以上结论与

ＨＬＭ 模型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进而说明了 ＨＬＭ 模型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 力图探究老人留守国内与随迁国外的两种类型新移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 情

感支持和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 综合本文分析结果，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与子女随迁至国外居住的老年父母获得国外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在随迁后均明

显减少， 本文结合问卷调查其他问题综合分析认为， 其代际关系由中国传统的 “反馈模式” 演变为

西方的 “接力模式”， 假设 Ｈ１ 得到了部分证实。 总体而言， 老年父母随迁至国外对其晚年生活质量

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 与国内城乡移民相比， 国际移民受到文化适应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剧

烈［２３］， 子女的文化适应和同化等因素在代际支持模式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迁国外的老人与其

国外子女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生活， 相比于非移民家庭的子女， 移民子女给予随迁父母的精神慰藉不

足， 导致样本中随迁老人对移民子女的情感支持主观评价比留守老人对其国内子女评价明显要低一

些， 因此， 从情感支持角度看， 随迁老人与其国外子女间关系向西方 “接力模式” 转变是非常明显

的； 另一方面， 国外子女提供随迁老人经济支持的数量在减少， 正如前面结果分析部分指出的那样，
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 国外子女与随迁老人之间的代际互动比国内非移民

家庭要少， 西化趋势明显。 正如近年来一些报道称， 许多中国老人漂洋过海到美国投靠子女， 扑面而

来的是文化差异、 语言壁垒、 经济压力以及家庭纠纷［３６］。 早年赴美的子女已经变得 “不中不西”，
孙辈们已是美国人， 导致华裔老人难适应美国生活， “儿女很近， 但幸福很远” ［３７］。

第二， 移民子女与其留守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间代际关系依旧保持着中国传统的 “反馈模式”，
但受西方文化影响， 表现出向 “接力模式” 过渡的趋势， 假设 Ｈ２ａ 得到了证实。 与随迁国外的老年

父母相比， 留守国内的父母晚年生活会获得更多的家庭代际支持。 由于父母留守国内的新移民家庭样

本中被访老人有较高的学历、 相对稳定的退休金收入以及较好的医疗保障水平， 他们与城市普通退休

老人相比， 晚年可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 充裕的生活， 因此， 对子女经济支持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相

反， 对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需求则非常强烈， 而在国内居住的子女由于受舆论监督和家庭责任

等因素影响， 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更多的照料父母和情感支持方面的责任。 相比之下， 移居国外的成年

子女对留守国内的老年父母代际支持则明显不足， 随着子女在国外生活时间的延长， 对西方文化的接

纳使得其赡养老人的意识逐渐淡漠， 因此， 其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小， 这种

趋势不容忽视。
第三， 子女的国际迁移强化了父母留守国内的新移民家庭内部国内外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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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 该结果符合 “合作群体理论”， 表现为国内子女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移民国外后增加对其留守

国内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生活照料， 证实了假设 Ｈ２ｂ。 这种根据子女掌握的不同资源提供成本最小的代

际支持方式， 印证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分工原则， 家庭内部分子女的外迁导致国内子女在满足父母情感

和照料需求方面更具优势， 因此， 他们倾向于向父母提供更多的这些相对充裕的资源以弥补移民子女

外迁对父母支持可能产生的空缺， 从而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 除迁移因素外， 收入因素同样证实

了合作群体模型的适用性， 子女的收入越高， 其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提供的其他支持

相应减少。
第四， 获得老年父母支持， 特别是经济资助较多的子女， 提供给父母三种支持的可能性或数量相

应都在增加， 而得到老人对孙子女照料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可能性亦相应增加， 这表明老人主导的

代际互动往往能够带来子女的积极回应， 具有互惠性， 假设 Ｈ３ 得到了证实。 样本中所反映的父母对

成年子女继续支持的 “逆反哺” 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代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 使得老人更

有可能获得子女较高水平的赡养。 此外， 子女越孝顺， 其提供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可能性

越大， 老年人越感觉其与自己的关系亲密， 即子女情感支持提供量越多， 该结果符合 “责任内化理

论”， 并一定程度上说明血缘亲情、 道德舆论监督是子女向老人提供支持的主要约束。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 本研究关于代际支持的数据来自老年父母， 缺少来自子女角度的

调查， 由于现实中访谈到老人家庭内部在国内外生活的各个子女非常困难， 未来将尝试克服这一难

题， 力争将家庭内两代人进行 “配对” 抽样， 以期更好地研究同一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关系； 其次，
在移民家庭组样本的代表性方面， 由于调查对象难以按照概率抽样方法获取， 因此不管留守国内、 还

是随迁国外的受访老人均存在一定程度偏误问题， 比如， 由于留守老人样本中绝大多数老人退休前在

高校工作， 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都比较高， 而随迁老人样本中绝大多数老人都已获得美国绿卡或

成为美国公民， 导致本文某些结论尚待进一步验证， 未来将通过扩大样本数量、 拓展受访对象范围等

途径尽可能增强样本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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